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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两国陆地边界全长 1450 公里，从中国、越
南、老挝三国交界点起，至北仑河口止。 中国一侧为
云南和广西，越南一侧则为高平、谅山、奠边、莱州、
老街、河江和广宁省①。 在这条漫长而曲折的边境线
上，生活着壮（侬）②、京（越）、苗、瑶等跨国民族③。 两
国边民自古以来基于地缘、族缘等方面的便利性与
相似性，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互动中形成了共生共荣
的族群关系，而边民之间的通婚更是由来已久。 随
着国家边界的进一步明确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作为跨境民族族群互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中越跨国
婚姻不仅体现了国境线两侧同源族群交往的亲疏关

系，也反映了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对抗、
交流与合作。
上世纪末，中越边境跨国婚姻这一议题逐步进

入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相关研究却屈指可数。 仅
有的研究均是从法学的角度出发，对越南女性入境
求婚的特点和原因进行了简要地描述，指出其存在
的危害，并从法律约束和政府治理的角度提出若干
思考（刘钦粦，1986；金治泉，1995）。 进入本世纪以
来，伴随着越南妇女的大量涌入，尤其是对内陆地区
的渗透，“越南新娘”④这一特殊人群日益成为世人关
注的焦点，同时，也引起了包括民族学、人类学、法学
在内的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⑤。
在收集并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笔者尝试进

行简要评述，对前人的研究做一个总体性的了解，以
期为今后跨国婚姻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现状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数量不断增长。 据 1986 年
初调查的不完全统计，1979—1985 年间， 越南妇女
进入广西边境求婚人数为 122 人⑥（刘钦粦，1986）。
而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
仅广西就查出非法人境的越南女性配偶达 1.2 万余
人（金治泉，1995）。 最近，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工作人员透露，滞留在广西的越南无证新娘应该在
4 万人以上，加上广西以外省区的无证新娘，滞留在
中国的越南妇女总量应该超过 6.5 万人 （转引自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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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料来源于新华网， 请参看：http://news.xinhuanet.com/mil/
2010-12/08/c_12857714.htm。
② 根据中越两国颁布的民族名称说明， 有些民族有两个名
称，越南名称在括号内标出，下同。
③按中国已确定的民族成分来说，中越两国跨境而居的民族
有 12 个；按越南已确定的民族成分计算有 26 个。 请参阅范
宏贵.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J].民族研究，1999（6）。
④“越南新娘”这一称谓在媒体及民众中使用颇为普遍，但笔
者以为此用法不妥，原因有二：其一，“新娘”一词带有明显的
丈夫附属品的角色描述，即便嫁到中国很久，她们也还被当
作依附于中国男性的“新娘”；其二，媒体对这一人群的报道
大多带有猎奇心态，使用"越南新娘"以突出人群的特殊性，
吸引受众眼球， 无形中可能会导致受众的刻板印象。 故笔
者主张使用“越南女性配偶”，如本文中出现“越南新娘”，均
是为特殊说明之用，同时加双引号。
⑤通过 CNKI可以查找到二十余篇近年文献，但其中有些是相
同内容资料经过“变脸”后的重复发表，只是在题目的拟定或
名词的使用上有些许变动，内容并无二致，如“跨国婚姻子女
社会化问题思考” 与 “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社会化问题思
考”，“行为规范社会化之冲突”与“法律规范认同的冲突”。 故
笔者只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对内容重复者不再赘述。
⑥受当时中越战争及两国关系的影响，中越边境通婚一度被
禁止，私自通婚者以“里通外国”论处，且有不少越南女性被
遣送回国。 但笔者认为，这一数据仍有可能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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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等，2007）。
中越边民的通婚有四种表现形式：第一种，越南

妇女自由过境后，与中国男子双方相互了解、自由恋
爱而结婚，包括一些由于双方父母或亲属有交往，从
而得到家长同意的。 第二种，由媒人或熟人介绍而
成。 这种情况占到不小的比例，组成的跨国婚姻大
多家庭和睦，且多数已生育子女。 她们嫁过来后大
多喜欢留在中国生活，只是偶尔回越南探亲。 第三
种，被人贩子拐卖过境成婚。 由于中越边境地区人
口构成在性别比例上存在差异，中方边境存在外籍
配偶的市场需求，因此给人贩子以可乘之机。 第四
种，为谋求商业或事业上的优势而通婚，尤其体现在
中国男子一方。 越南妇女在语言及人文地理环境等
方面的优势，可以给中国男子在中越边境或越南境
内从事贸易活动时以极大便利，双方通婚实现了商
业上的优势互补（罗文清，2006）。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大多呈现出如下特点：多属

于跨境族群通婚，男女双方有着相似的族群文化；越
南妇女大多是来自越南北部山区，来自城市者寡，流
动距离较短；几乎都是越南妇女入境与中国男子通
婚，鲜有中国男子入境越南求婚，因此说，流动的性
别和方向呈现出单一化特征；越南妇女大多是无证
入境①， 与中国男子成婚时未办理涉外婚姻登记手
续，是“事实上婚姻”；边境通婚人员受教育水平普遍
较低，家庭生活大多处于贫困状态；男女双方多草率
结合，情感纽带较薄弱，婚姻基础不够牢固；越南女
性配偶在中国境内地域分布上有扩散趋势， 开始由
边境向内陆渗透（刘钦粦，1986；金治泉，1995；党晶，
2010）。
二、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及国家影响
中越两国山水相依，边民跨国通婚既出于地缘

上的便利，也有族群文化上的相近，同时体现了个体
在追求经济地位时的理性选择，以及性别互补中的
自然流动。
地缘纽带。 越北山区与中国边境相连，在地形

地貌上非常接近，同一个村子被国界线一分为二的
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在中越漫长的边境线上，
除设有国家级和省（区）级的口岸凭证件出入境外，
还有上千百条小径连通两国， 边民得以密切接触。
相比之下，两国边民与本国的内陆地区交往起来倒
是破费周折（罗文清，2006；罗柳宁，2010）。
相近的族群文化。 在中越边境两侧生活着众多

跨境民族。 两国边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过程中互

相交往，在语言、饮食、服饰、伦理、婚嫁、丧葬、节日
等方面都非常相似。 正是这种相似性极高的族群文
化，让两国边民在通婚时减少了文化的冲击，尤其对
于越南女性配偶来说，进入一个熟悉的文化圈，不会
有明显的陌生感，比较容易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刘钦
粦，1986；金治泉，1995；罗文清，2006；李雪岩、龙耀，
2008a；罗柳宁，2010）。
经济动因。 自上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起，中国

经济发展迅速，而越南战后经济恢复和建设缓慢，许
多越南妇女愿意进入中国，通婚无疑是不错的选择。
有些中国的男性边民生活相对贫穷，无力支付本地
的娶亲花费，故转而以较低的成本娶越南女性为妻。
从这方面说，边民跨国通婚是在经济现实考虑之下
做出的理性选择（刘钦粦，1986；金治泉，1995；罗文
清，2006；李娟、龙耀，2007；党晶，2010）。
性别比例的协调互补。 中越战争导致越南人口

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达到适婚年龄却未能成婚的妇
女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中国边境内由于重男轻女
的传统思想及类似“溺婴”等陋习导致男多女少，故
边境两侧的性别结构可以互补。 两地边民的通婚，
可以说是性别比例失调的自然协调（刘钦粦，1986；
罗文清，2006；李碧华，2008；李雪岩、龙耀，2008a；党
晶，2010）
国家关系及政策影响。 历史上，在中国放弃对

越南的宗主权之前，两国虽有疆域之分，但并没有明
确的界线，双方人民混居，通婚极为普遍（黄铮、萧德
浩，1993：1056）。 在 1949 年以前，由于国家对边境
的管理不是很严格，边境跨国婚姻只受民间习俗的
约束，不受制定法的限制。 50年代，胡志明领导越南
人民解放了北越，中越开始了“同志加兄弟”的亲密
关系。 同期，中国实行“一五”计划与社会主义改造，
越南妇女嫁入中国的人数较多，中国政府对她们在
中国居留的身份、地位给予了保证。 “文革”时期，受
国内政治影响，中国边民有少许外嫁到越南。 70 年
代末至 80年代初，中越交恶，边民通婚相当于“里通
外国”，边境通婚一度被禁止，中国也取消了越南妇
女的户口配给制度。 进入 80年代，中越两国相继推
行对外开放政策，军事对抗走向缓和，边境地区逐渐
开放，跨国通婚日渐普遍（罗文清，2006；李雪岩、龙

①国外有研究者指出，“非法移民”一词污名化了此类跨境迁
移者，因其入境后的行为不必然非法，所违反的多为移出或
移入国的国境管理法规，故主张用“无证移民”一词以涵盖所
有未持或持伪造证件入出境与逾期停留着。 因此，本文使用
“无证入境”来替代“非法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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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2008a；罗柳宁，2010）。
周建新以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交界地区形成

的相对稳定的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文化模式，说明
现代社会族群交往更加频繁，族际之间通婚数量和
范围不断扩大，族群边界较之过去变得更加模糊（周
建新，2008a）。日本学者塚天诚之则以中国壮族与越
南侬族这一同源族群的民族关系为例，说明壮族与
侬族的文化在诸多方面有许多共同点。 虽然民族政
策渗透使人们受制于国家，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未必意识到国家，他们的生活圈子很容易超越带有
政治色彩的国境线（塚天诚之，2007）。
也有学者尤其强调国家系统的作用。在现代进程

中所形成的当代边疆社会，已然被裹挟进了国家政治
系统，跨境民族的相互关系被赋予了或强或弱的国家
利益与意识形态色彩。而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市场经济
及商品、技术、人员乃至思想、宗教、民族意识等引发
的国际流动的空前增强，却又使国家边界变得容易被
渗透，边疆民族社会由此不可避免地被吸纳为全球市
场体系的构件之一（郑宇、杨红巧，2009）。
此外，还有学者对越南政府的相关政策进行了

引介，描述了其在跨国婚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如周
健与刘东燕的《越南的民族政策及其对我国边境民
族地区的影响》。
三、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引发的社会问题
中越边境通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境地区男

女比例失衡带来的社会问题，促进了边境地区的民
族融合（罗文清，2006）。 然而，边民通婚时基本上都
没有办理过涉外婚姻手续，只是“事实婚姻”，不受法
律保护和约束，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主要表
现在以下方面：
社会治安。 境内的越南妇女大多是通过非法渠

道入境，给中国的社会治安带来一定的危害。 有的
以通婚为名，从事拐骗、卖淫，还有的越南妇女参与
走私、贩毒等违法行为（金治泉，1995）。
婚姻关系脆弱。 因为没有中国国籍，越南妇女在

当地的社会地位较低， 就连生产活动也无法独立，只
能依赖其丈夫，这直接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与男子地
位悬殊。另外，边民通婚在仪式上被简化，没有遵从当
地民俗，也是造成越南女性婚姻关系脆弱的一方面原
因①。 因此，不乏越南妇女在中国结婚、生子后因为家
庭矛盾而选择离家出走，或者回到越南，或者到中国
其他地方重新结婚。 （李雪岩、龙耀，2008a）。
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发挥。 由于没有取得当地户

籍，越南女性不能分田地，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家庭的
贫穷。 没有国籍的尴尬身份，导致其自身甚至整个
家庭的社会地位较低，很容易在子女心中留下阴影，
使孩子普遍产生自卑心理。 因为是非法结婚，越南
女性时刻面临被驱逐的危险，紧张的心情势必会加
重全家人的心理负担。 可见，跨国婚姻家庭的经济
功能、教育功能、心理功能均未能正常发挥，或多或
少存在缺失（李雪岩、龙耀，2008a）。
相比较与法学界的研究者，人类学者将更多的

关注点放在越南女性“无国籍女人”的身份认同上，
及其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遭遇的困境。 边民通婚没
有进行涉外婚姻登记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滇黔与越
南接壤的边境地区远离政治中心，相关部门对边民
通婚的管理存在疏漏；其次，两国边民通婚历史悠
久， 一直没有婚姻登记的习惯， 边民的法律意识不
强，法律知识有限，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繁琐的手
续；最后，中越两国在边民通婚方面未出台相谐调的
涉外婚姻法规，双方现有的结婚条例有诸多不合用
之用，且手续相当复杂，给边民造成诸多不便（李雪
岩、龙耀，2008a；李娟、龙耀，2007）。
按照越南相关条例的规定，越南妇女在进入中

国境内数月后即被注销本国国籍。 不幸的是，由于
没有涉外婚姻登记手续，她们同样无法取得合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因此在政治权利、社会福
利及社会交往中受到极大限制，导致在国家身份、社
会身份及自我身份上出现认同困境。 在国家认同方
面，虽嫁入中国并生儿育女却难以入籍，成为“无国
籍女人”。 没有合法的中国公民身份，她们不能认同
自己是中国人，回到越南的娘家时，她们同样是没有
越南国籍的女人，还要遭受越南当局的驱赶。 在社
会身份认同方面，她们社会交往结构比较单一，交际
范围大多只限于本村的越南妇女。 在夫家村落中，
她们甚至不被允许与本地妇女一起参加祭祀的准备

活动，原因只在于“结婚未禀报祖宗”。 没有合法的
公民身份，更遑论政治权利。 在乡镇选举、社会保障
等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她们不具备最起码的权利资
格，所以普遍不关心社会公共事务。 这些方面直接
导致她们在自我身份认同时出现相似的困境，表现
在与人交往时没有自信，有意掩盖自己的身份。 无
奈的表情，加上“穷呗”、“没人要”等自我贬抑的字
眼， 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畸形的身份认同在她们心中

①请参阅潘艳勤.布岱人的“（弄下）桥”仪式与“不落夫家”[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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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请参阅李娟 .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的身份认同思
考———以广西大新县 A 村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7（1）。
②“后家”是当地的一种表述，即“娘家”的意思。 “后家不硬”
或者“后家不得力”就是指那些媳妇的娘家人丁不兴旺、经济
实力不强或者没有权势。在当地村民看来，只有那些“后家比
较硬”的妇女在自己丈夫家中才不受欺负，才不会被村里人
看不起。 这种“拜干亲”的方式在当地被称为“拜后家”，即采
用“拜干亲”的方式，与夫家村落的人建立起了姻亲关系（王
越平，2010：32）。

已然内化（李雪岩、龙耀，2008a）。
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表明跨国婚姻子女的数

量，但是据推测，仅在广西境内就应该有数万名越南
女性生育的子女。 这些特殊的孩子在社会化过程中
容易出现以下问题：为母亲没有合法身份而愤愤不
平，心理上有明显的失落感；受其家庭影响，跨国婚
姻子女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认同感较低，
对公共事务普遍没有兴趣；其独特的越南语优势未
能得以发挥，却不得不学习英语，学业表现不佳；受
父母跨国婚姻形态的影响，他们大多认可非法越境、
非法婚姻等行为，对国家相关法律不够了解，法律观
念淡薄（李雪岩、龙耀，2008b）。 也有研究者逐步深
入，针对跨国婚姻子女的政治社会化进行了具体发
掘，为我们展示了这些青少年国家归属感的缺失，对
政治的冷漠，及对法律规范认同的冲突等方面（龙
耀、李娟，2007）。
面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引发的诸多问题，学者

们大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出相关建议：首先，中越
两国开展双边合作，加强边境管理，同时在边境地区
开展法律知识宣传，增强当地民众的法律意识（金治
泉，1995）；其次，考虑到边境通婚的传统习惯，应对
其妥善引导，不能一味打压。 中越双方应协商制定
涉外婚姻法案，简化登记和入籍手续，帮助她们获得
中国国籍， 成为合法的中国公民 （李雪岩、 龙耀，
2008a）；最后，对有困难的跨国婚姻家庭提供帮扶和
慈善救助，帮助脱贫致富，尤其要保证跨国婚姻子女
能够接受学校教育，为这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李雪岩、龙耀，2008b）。
四、社会/制度排斥与主动身份建构
越南妇女在入境中国，成为夫家村落的新娘后，

普遍遭遇到多种形态的社会排斥抑或制度性排斥。
首先遭遇村落“他者”的态度。 部分村民认为，外来
的越南女性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占用了当地有限的
资源。 作为家族中的重要事件，越南女性甚至不被
允许参与到祭祀的准备工作中，明显区别于本地妇
女①。 当地人之间经常使用的“越南婆”这一看似随
意的称谓，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人对这一外来群
体的隐形歧视，而这种隐性歧视又“理所当然”地传
递到了她们子女的身上。 由孩童口中的“越南仔”、
“越南妹”， 可见社会排斥的代际传递之一斑 （周建
新，2008b）。
来自媒体的污名亦不容忽视。 无证入境的越南

妇女常被媒体描述为“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就

业、非法居留人员），与走私贩毒、拐卖人口等罪大恶
极之徒相提并论。 一些对越南妇女的描述，给人留
下的印象是这群人“文化水平低、“生活贫困”，或是
“嫁不出去”，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不明实情的读者。
媒体的污名化导致了他人的刻板印象，同时给她们
的身份认同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李娟，2007）。
周建新认为，社会排斥概念并不完全适合中越

跨境民族婚姻研究。 社会排斥主要指社会环境中实
际存在的某些外部因素，影响了社会成员公民权利
的实现，是针对同一社会成员而言的。 对越南女性
的排斥现象称之为“制度排斥”似乎更加合理。当然，
制度性排斥并不意味着制度本身的完全封闭，而是
当事人难以取得进入制度的资格（周建新，2008b）。
越南女性配偶没有中国国籍，姑且无法进入中国的
制度场域，对当地社会的融入也就变得奢侈了。
越南女性为了在熟人环境中体面地生活，将更

加注重形塑和提升区域性社会身份，社会认同意识
普遍强于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谷家荣，2009）。 面
对制度性排斥，越南女性自身无力促成政策性的改
观。 但面对社会排斥，有的越南妇女选择了对社会
身份的主动建构，如借助于勤劳持家或相夫教子，改
善家庭的经济条件，并积极参与到与他人的社会交
往中（李雪岩、龙耀，2008a）。也有的越南女性配偶借
助于当地的拟亲属文化，为自己建构社会关系网络，
中越边境壮族跨国婚姻中的“拜后家”②即为典型案
例。 它是越南壮族媳妇在传统“后家”观念的推动
下， 对“拜后家”文化习俗的借用，为自己寻找“比较
硬的娘家人”， 避免在村落中受欺，本质上是对社会
资本的一种建构行为。 这也是在现实边境政策的制
约下，原有的亲缘关系中断之后，因身份认同模糊而
引发的理性选择（王越平，2010）。 在越南壮族新娘
拟制“后家”的过程中，集中体现了她们在姻亲关系
建构中的主动实践，这也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一
种文化策略。
五、结语与研究展望
纵观以往研究，研究者们通过深入当地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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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on Sino-Vietnam Border
LIU Ji-f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Based on relevant studies o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on Sino-Vietnam border，the author attempts to introduce previ-
ous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esent situation，basis of transnational marriage，existing problems and Vietnam
brides ac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s，etc. Subsequently，the author comments on previous studies and provides several sugges-
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Sino-Vietnam border；transnational marriage；Vietnam female spouses；social exclusion；institutional exclusion

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现
状、通婚形式、婚姻建立的基础，及引发的社会问题
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对策性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近
年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与早期研究的角度大为不

同：其一，不同于法学界对“非法”身份的纠结，研究
者们开始关注越南女性作为“无国籍女人”的尴尬处
境，及其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社会性或制度性排
斥，而不再仅仅诉诸冰冷的法律；其二，研究者不再
满足对两国边民通婚历史的回顾和对田野个案的描

述，进而关注国家权力对跨国婚姻和女性身份的影
响；其三，开始关注跨国婚姻家庭的子女在社会化方
面遇到的困境，并加以细化研究，如对他们政治社会
化的特别关注。 此外，对于跨国婚姻中出现的人口
买卖等违法行为，研究者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黎巧萍，2003;孙小迎、李碧华，2006；李碧华，2008；
党晶，2010）。
然而，以往对于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研究普遍

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研究内容相对简单，大多停留
在现状、原因和对策的层面，对研究问题发掘的深度
不够；第二，调查点有限，仅限于个别村屯，这无疑与
中越漫长的边境线和越南女性配偶数量庞大的现实

不相适应，其研究结论难以反映中越边境通婚的全
貌；第三，在探析越南女性配偶及其子女所遭遇的社
会排斥时，研究者没有对同一社群中当地人进行研
究，导致“他者”态度的缺失，在对越南女性配偶遭遇
的社会排斥和身份建构等问题上解释性材料不足；
最后，在提出解决性的对策时，只注重相关法律法规
的完善和边境管理手段的强化，忽视了传统社会的
调控系统，尤其是地方风俗及乡规民约等手段的重
要性（罗柳宁、吴俊杰，2009）。 考虑至此，笔者以为，
应从以上几个方面反思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调
整今后的研究思路。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持续推进，中越

边境交流与合作将日益密切，可以预见，今后可能会
有越来越多的越南妇女进入中国边境，跨国婚姻家

庭将更为普遍。 如何引导和处理跨国婚姻带来的社
会问题，是我们学人所要面对的又一项重要的研究
课题。 对于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研究，势必需要将
其放置在国际人口迁移的大背景中，进行深入研究，
而这需要来自人类学、民族学、法学、社会学、人口
学、犯罪学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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